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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研究
———基于仪式感和参与感的中介作用

晏　 青　 付森会　 冯广超

摘要: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既要面临全球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影响,比如不同国

家文化的交融、大众文化的强势融入;也受到新媒体话语的挑战。 春节期间手机媒介是用

户体验春节文化的重要来源。 手机媒介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低头族”现象,手机网购

冲淡年味、短信或微信拜年毁了礼仪、春节被微信“绑架” ,发朋友圈拜年、抢红包等“数字化

春节”淡化了春节意义等一系列争论。 已有研究关注了这一现象,结果也多是负面论。 并

且,这些研究缺乏手机使用与春节文化的研究及其中间机制的实证检验。 因此,研究试图

探讨春节期间,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及仪式感与参与感在该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基于对春节期间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春节期间的手机使用价值(信息价值、社
交价值和情感价值)对用户的春节文化观念(文化联结、文化价值识别和传统与习俗保留)
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中,仪式感和参与感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手机使用价值通过参与

感与仪式感对春节文化观念产生影响;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对春节文化观念影响的显著性

高于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 由此可见,提升手机使用信息价值、参与感及仪式感可以促进

用户春节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去理解手机

使用在文化观念形成中的影响及其复杂的中介作用机制,为春节文化观念的生产与变化提

供了媒介维度和心理动因层面的经验性解释,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新兴媒介在当代文化生活

中的积极效应提供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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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移动传播已进入“同步性、本地化和个性化”的日常实践,重构当下传播环境[1] ,它不只是生产内

容的机构,还是日常生活的器具、基础设施,甚至整体生活环境[2] 。 移动媒体如何建构社会生活和文

化成为重新理解人类生存的议题。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既要面临全球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影

响,比如不同国家文化的交融、大众文化的强势融入;也受到新媒体话语的挑战。 在这种情境下,春节

文化的外部条件不断变化,内部文化要素的重组、边界的模糊与延展,意味着探索这一课题的必要。
近年来,关于文化如何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使用的研究越来越多。 众所周知,不同文化背景

会影响用户如何看待所使用的媒介。 反过来,移动媒介广泛运用于通信领域,渗透到媒体、娱乐和信

息之中,并产生不可忽视的文化影响。 尤其是当“手机文化”转变成“移动媒体文化”时[3] ,它更需要

我们从更宽泛领域去思考手机使用对文化的影响。 实际情况是,移动传播虽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影

响,但它们在文化层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持续关注。[4]



作为传统节日的春节,其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 节日( festivals)作为公共性、主题性和周

期性的文化活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这样几个维度:节日组织、参与的动机、节日体验;节日与当

地环境的关系;节日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5] 节日被认为在社会文化领域有着重要的作

用[6] ,有利促进朋友情谊、家人和谐,还可体现社会共同价值观、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7] 。 虽然对节

日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节日是事件( event)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子领域,直至目前还没有作为独特

体验来研究。[5] 尤其是作为中国最重要、最能反映中国人心态的春节还未被学者作为一种独特的体

验进行相关科学研究。
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因媒介话语差异而会有所不同。 大众传播机构介入常常呈现的是“完成的

文本” ,而在线的自我表达多为“书写中的脚本” [8] 。 春节文化在手机媒介中是一个互动、开放的书

写场域。 早在 2005 年春节期间,手机拜年短信即达 100 亿条。 微博、微信相继成为春节期间的重要

媒介产品选择。 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 97 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者占比达 99%。
数据表明,2019 年春节期间,从除夕至正月初五,微信消息发送总量达 2297 亿条,朋友圈总量达 28
亿条,音视频通话总时长达到 175 亿分钟。[9] 手机媒介在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多家

报纸刊文指出,春节期间的“低头族”现象,手机网购冲淡年味、短信或微信拜年毁了礼仪、春节被微

信“绑架” ,发朋友圈拜年、抢红包等“数字化春节”淡化了春节意义。 不同情境、类型下的移动通信

技术往往在局部或微观层面引发文化习俗变化,这就更加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手机使用在文化层

面的影响。[4]

目前关于媒介使用与春节的研究呈现两个特征:一是研究传统媒体与春节文化的关系,比如多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春晚中的意识形态生产[10] 、春节在报纸报道中的内容分析[11] 、大众传播结构

改变春节内涵、影响受众的自我认同[12] 。 二是认为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具有负面效果,提出春节

期间的微信红包使用会削弱春节文化。[13] 总的来讲,现有研究还缺乏手机使用与春节文化的研究、
缺乏中间机制的实证检验。 笔者将探讨春节期间的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及参与感与

仪式感在该过程中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春节期间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手机使用、参与感

与仪式感对用户的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

二、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是指社会文化制度的实践原则、文化价值体系中选择的道德标准以及解释或分析文化

传播现象意义的话语形式。[14] 文化观念包含着基本信仰、知觉概念等,是对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

神文明所持的价值判断。 文化世界观( Cultural
 

Worldviews)是文化观中的一种,指在文化观中关于社

会应当如何得以组织的特定偏好。 有学者用文化联结度( cultural
 

linkages) 、文化价值的识别度( rec-
ognition

 

of
 

cultural
 

value) 、文化流失程度以及传统与习俗的保留程度(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s
 

and
 

cus-
toms)测量文化世界观。[15] 本研究认为在春节情景下文化流失程度和传统与习俗的保留程度属于同

一范畴,前者是一种反向测量,所以笔者将这两个构念合并成一个构念,最终选择文化联结度、文化

价值的识别度和传统与习俗的保留程度测量春节文化观念。
文化联结是社会联结的一种。 社会联结起始于生命早期,发展贯穿一生,是个体归属感的重要

成分。 通过节日来构建主我(个体性自我)和客我(社会性自我) ,文化与自我产生了联结;参与者保

持与他人共同的身份标识、信仰和价值观,促进群体认同。[16] 不过,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的

建构可分为类别化( categorization) 、认同( identification)与比较( comparison)三个基本过程,即在认同

形成前后会有分类、比较的区隔与排斥之义。[17] 按照这个逻辑,在文化认同这个心理机制中,有一个

分类的过程,即容易在群体身份标识、群体身份的功能中进行区隔与分类,形成对春节文化价值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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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识别。
有研究认为信息传播为认同形成提供了语境。 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的认同传播理

论(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揭示,认同是一个传播过程( communicative
 

process) ;认同在传播

中得以实现和交换,或者说,传播是认同的“具体化” ( externalization) ;对认同的研究必须在信息交换

的语境中展开。[18] 其中,社交媒体使用不仅增强个体的社会认同,还可以提高个体的归属感。 比如

Facebook 的持续使用与个体的归属感呈正相关[19] 。 节日本身也会促成文化认同,是还会激发参与者

的文化探究行为[20] 。 从心理学上讲,认同是个人产生的一种联结自我与族群、社会的心理机制;从
社会学上来看,是指“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行为体对自身角色、身份以及他者关系的动态建构、评估

和判断” [21] 。 其中形成的文化认同,是社会主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同
时也是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 [22] ,从
而对传统与习俗保留程度加深。

春节作为具有一套符号系统的文化节日,有其独特的文化表意机制。 春节主要活动包括除旧布

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祈求丰年、家人团聚等。 有着一套独特的情感表达模式。 情感启动效应( af-
fective

 

priming)形容这样一种情况,当启动词与目标词有相同效值即评价一致时(如春节—团圆,蟑
螂—死亡) ,与具有不同效值即评价不一致的词(春节—离别,蟑螂—可爱)相比,前者目标词的加工

更快和更准确。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春节期间的新闻信息多与春节有关,通过社交 APP,人际交往更

多关于春节问候、祝福以及联络感情。 手机使用过程中存在持续的情感启动效应,这会提升对春节

的连接感、认可度。 返乡过年是一种回到故乡的精神之途。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行为指

向,甚至心理无意识。 而春节是回故乡的一次精神邂逅。 “故乡”这一特定空间中人们共同的生活经

验与互动,借由仪式、庆典以及文化活动,逐渐积累成一种共同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返乡过春节也就

成为人们的认同与归属感。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春节文化联结与文化价值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

H2:春节传统与习俗的保留与文化价值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手机使用

本研究所使用的“手机”概念特指智能手机,它融合无线数字技术与电话通信,并与移动互联网

相连接,使得多种移动应用得以运行。 手机使用指的是特定受众对特定媒体的使用频率、内容偏好、
内容接受程度、媒体期待等。 使用和满足理论为研究手机的媒介功能与效果提供框架,它假定用户

知道自己的社会和心理需求,从而积极选择满足这些需求的媒介[23] ;以用户为核心,有助于解释用

户为何选择特定媒介,如何使用以及体验结果。 该理论在电视、手机传播、社交媒体等领域广为运

用。 研究发现,手机使用实现了信息获取、情感表达、人际交往等功能[24] ,即手机使用为用户提供了

信息价值、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
春节期间,用户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手机媒介。 首先,手机使用不仅可以让用户通过社交网络随

时随地看到他人发布的内容,也可以查阅公开的主页、朋友圈,还可以私信或聊天。 在一定文化情境

中信息获取会影响对仪式的认知,即影响参与者的仪式信念( belief
 

of
 

rituals) ,进而正向影响仪式参

与意愿。[25] 其次,手机媒介让人们的社交活动更为便捷。 春节情境中的社交活动很容易形成成员间

对共同符号的分享与认同。 社会表征理论揭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象、
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系统。 基于特定情境的符号共享有利于仪式感的

产生。 最后,经典的情绪—认知理论认为,情感对认知加工有影响,特定的情感对认知有既定的影

响。 需求归属理论( Need-to-belong
 

theory)也揭示,人类的独特性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

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26] 春节与家人团圆、国富民强、风调雨顺等正向情感相联系,这是中国人无

论如何回到家乡共度春节的内在逻辑所在,也是使用手机进行情感表达的内在逻辑。 情感体验是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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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成的直接驱动力,正面情绪会促进仪式活动和仪式感形成。[27]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H3:春节期间使用手机获得的信息价值(H3a)、社交价值(H3b)、情感价值(H3c)与仪式感正相关

利用手机获取信息是常见的功能。 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是用户参与虚拟社区的一个重要需求[28] ,
信息需求的满足不仅影响认知,还会直接影响用户的参与感[29] 。 社交媒体也可以成为实现信息获

取、情感表达、身份认同构建的独特方式。[30] 社交网络的互动对节日参与有很大影响,使用社交媒体

会改善或促进人际关系。[31] 通过社交媒体频繁分享节日文化体验有助于增强并延续参与感。[32] 所以

我们发现,春节期间,通过手机的社交行为,包括打电话、发短信、发语音、在线视频以及利用微信、微
博、抖音等平台的社交活动,会促进人际交往,增强节日参与感。 特定情感会引发参与需求。 兴奋

感、愉悦感和童年快乐记忆会加强参与仪式的意愿。[33] 春节期间,用户通过使用手机获取的家人团

聚的亲情、童年回忆的怀旧表达等都会促进用户参与一年一度的春节节庆。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H4:春节期间手机使用获得的信息价值(H4a)、社交价值(H4b)、情感价值(H4c)与参与感正相关

(三)仪式理论

仪式( ritual)是指一种有重复模式、规律的系列活动[34] 。 关于它的研究肇始于人类学领域,20
世纪后期开始,仪式理论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广泛运用[35] 。 在不同情境中出现不

同的仪式研究进路,比如戈夫曼的“互动仪式”理论,被运用到广播传播领域[36] 、基于信息传播技术

的互动[37] 、移动传播领域[38] 。
仪式不仅可以改善人际关系,还可以认知客观世界[39] ,具有标识群体身份、维持群体凝聚力等

社会功能。 仪式还有利于形成身份融合与群体认同,实现个体自我与社会自我的融合,激发亲群体

行为,有利于自我对社会规范的认同[40] 。 可见,春节仪式容易促使个体自我与客我相融合,在亲群

体行为中实现自我对文化的联结感,强化对春节文化的认同。
随着媒介在社会文化中的功能凸显,媒介使用会产生“介质导向的仪式” ( mediated

 

ritual) 。 20
世纪 80 年代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将传播的仪式表述为“建构并维

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41] 。 在这种新的传播仪式( Me-
diarituals)中,“一对多”的媒介仪式被广泛讨论,“一对多”的移动传播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人际仪

式。[38] 媒介仪式有着与传统仪式一样的功能:有利于集体参与,团体意识、群体身份认同,支持和维

持社会互动。 而春节仪式的传播形式被认为从群体仪式向媒介仪式转变。[42]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庆保留大量仪式传统。 费孝通把滕尼斯所说的 Gemeinshaft 称为“礼俗社

会” 。 礼俗社会中的交往具有高度的仪式性、形式化、义务性的“仪式性交往” 。 而中国传统社会则

重视“礼治”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维度上的作用[43] 。 春节作为一场集体仪式,本身就是高度仪式化

的活动,具有一系列的仪式行为:贴春联、守岁、拜长辈、访亲友、迎财神、祭祀祖先。 仪式本身会强化

人的仪式感体验。 在这种仪式化情境下,人们获取越多的有关春节起源、饮食、仪式、民俗活动等信

息,就越可能理解春节的意义,越容易认同春节的家人团聚、文化传承、民族凝聚的价值。 基于以上

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春节期间的仪式感与春节参与感正相关

H6:春节期间的仪式感与春节文化关联( H6a) 、文化价值识别( H6b) 、传统与习俗保留( H6c)正

相关

(四)参与理论

参与是一种广泛的现象,正如亨利·詹金斯所说,如今大量争论的核心都围绕着“参与感”这个

日渐流行起来的关键词。[44] 它描述了用户对媒体的关注与介入,由心理和行为双重体验共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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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意味着在场( co-presence) ,手机使用营造用户共同在场,用户的行为容易被他人感知,他人也感

知自己这种被感知的感觉,从而形成戈夫曼所说的共同在场。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场由最初的

“虚拟在场”变成一种“无媒介感的错觉” [45] ,即“人们在以媒体为中介的传播环境下,被看作是‘真

实的人’的程度” [46] 。 在虚拟环境中用户获得的“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更证实这种在场感,而在

场感通过一致性和认知机制影响行为和主观状态。[47]

互动被认为是用户参与的显著特征之一[48] 。 有意识的互动活动被认为是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

动力。[49] 互联网和手机技术等互动媒介系统的兴起赋予我们思考社会互动机制的新因素,它们改

变、调整,甚至取代面对面的社会互动,手机在社会互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50] 作为互联网时代

的新型人际协作方式,互动能够让用户主动参与[51] 。 在互动中,人际及群际的文化元素的扩散会改

变个人的文化认知,推动群体成员共享现实的形成。[52] 实质上,用户参与意味着携带一定的符号与

规则参与春节文化实践,进而形成两者互动,彼此影响。 嵌入理论能很好描述这种现象。 嵌入理论

(embeddedness
 

theory) ,揭示个体行为嵌入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其人

际关系、社会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53]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春节期间的参与感与春节文化关联度( H7a) 、文化价值识别度( H7b) 、传统与习俗保留程度

( H7c)正相关

基于以上理论阐释及假设推演,本研究得到下文理论框架(见图 1) 。

注:��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图 1　 理论模型与 PLS 分析结果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由于本研究中的模型是整合的,包括许多难以用其他方法(例如案例研究法或实验法)衡量的社

会变量,因此本研究认为调查法是当前研究的合适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线调查的方法(首先采用预

调查检验概念模型) ,该方法能预测行为,并检验变量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智能手机用户,通过对智能手机用户进行在线调查来收集数据。 本研究构念

的原文献是英文的,而调查是在中国内地实施的,因此问卷的量表通过翻译和反向翻译最终确定。
首先,一个研究者将问卷量表从英语翻译到中文,然后另一个研究者将其从中文翻译到英语。 通过

比较两个英文版本的量表,解决因翻译造成的不一致问题,提高问卷的质量。 此外,本研究邀请了从

事传播学、信息管理的专家,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检查,完善调查问卷的措辞,评估逻辑一致性,判断

其易解性,并确定有待改进的地方。 总体而言,调查问卷较简洁且易于完成。
在正式调查中,研究人员于春节期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 ,有针对性地发问卷,考虑的因素包

括城市与农村、学生与工作、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性别等。 然后,受访者以滚雪球的方式请他们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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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好友填写这份问卷,并将问卷发到不同的微信群和朋友圈。 为了接近本研究的目标用户,受访者

被问及是否有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信息查询及社交的经验。 这种方法旨在筛查找到最合适的调查

对象[54] 。
据此,本研究收集到 379 份问卷。 本研究设计了最后一个问题,问他们是否仔细阅读和填写问

卷,结果 22 个被调查者选择了“不” ,所以本研究最终获得 357 份有效问卷。 因本调查研究可能存在

无反应偏差,偏差原因来自非受访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显著差异。 因此本研究借鉴先前的研究[55] ,
比较了前 50 名和最后 50 名的人口统计数据。 这种近似方法认为后 50 位受访者是无反应者的代

表,结果表明无显著差异。 因此,无反应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如表 1 所示,样本中有 42. 6%的男性受访者和 57. 4%的女性。 86. 8%的受访者年龄在 18 ~ 35 岁

之间,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76. 7%) 。 本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与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报告

《社会化媒体消费者的人口统计数据》相似。[56]

表 1　 样本信息
 

(n= 379)

频数 占比( %)

性别
男 152 42. 6

女 205 57. 4

年龄

≤18 8 2. 2

18 ~ 25 257 72

26 ~ 35 53 14. 8

36 ~ 45 24 6. 7

>45 15 4. 2

教育背景

高中及以下 38 10. 6

大专 45 12. 6

本科 195 54. 6

硕士及以上 79 22. 1

薪资( RMB / 月)

≤2000 216 60. 5

2001 ~ 4000
   

46 12. 9

4001 ~ 8000
   

38 10. 6

8001 ~ 12000
  

31 8. 7

>12000 26 7. 3

职业

学生 245 68. 6

上班族 88 24. 6

自由职业者 11 3. 1

其他 13 3. 6

互联网经验

≤1
 

年 9 2. 5

1 ~ 3
 

年 65 18. 2

3 ~ 5
 

年 66 18. 5

5 ~ 8 年 76 21. 3

>8
 

年 141 3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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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频数 占比( %)

日常使用网络时长

2 小时及以下 26 7. 3

2 ~ 4
 

小时 109 30. 5

4 ~ 6 小时 124 34. 7

6
 

小时及以上 98 27. 5

　 　

(二)变量测量

研究模型中所有的构念均用多项目的量表进行测量,量表为前人研究中已被证实的成熟量表。
同时,量表做出微小调整以确保其在春节情境的表面效度。 借鉴一些学者的做法,本研究采用 6 点

量表进行测量,1 表示“完全不同意” ,6 表示“完全同意” 。 使用 6 点量表可以有效阻止国内调查对

象选择中立或是矛盾的中间点(例如 5 点量表中的“3”或是 7 点量表中的“4” ) 。
1. 因变量

本研究依据 Choi,Papandrea 及 Bennett 三人设计的文化价值观量表[15] ,主要由文化联结度、文化

价值识别度、传统与习俗保留三部分构成。 文化联结度主要测试用户与文化的联结感知程度,共 5
个测项,即:①祖辈留下来的春节文化习俗对我很重要;②我们应当为后代保留更多的春节文化传

统;③目前的春节传统应该留传给子孙后代;④春节文化传统必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⑤子孙后

代有权享受当下这些春节传统。 文化价值识别度共 6 道题:①春节文化有助于重新认识自己;②春

节文化传统让我感到更幸福;③年轻人需要了解春节文化;④我们需要关注春节文化传统;⑤拜年、
春联等春节文化传统应该保留;⑥春节的观念、习俗等应该保留。 传统与习俗保留共 4 个测项,即:
①我想了解祖母那一辈人春节期间的食物;②我想知道春节期间的传统服饰风格;③祖母那一辈人

做的食物对我来说是重要的;④春节传统服饰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这 15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到 0. 708,说明它们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

2. 自变量

自变量手机使用的测量依据 Wei 和 LO 编制的手机使用量表[57] ,主要由信息价值、社交价值和

情感价值三部分构成。 信息价值有 5 个测项,即:①可以查看春节美食;②能够保持与春节同步;③
能够实时查看春节习俗;④可以查看春节新闻;⑤能够了解春节消费和娱乐信息。 社交价值有 3 个

测项,即:①通过电话聊天可以缓解无聊;②可以用于拜年与新春祝福;③能够享受与人聊天的快乐。
情感价值有 4 道题,即:①可以促进与亲朋好友的关系;②能够让家人更亲近;③可以让对方知道你

在乎他们; ④能够感受他人的祝福。 手机使用这一变量所有项目的 Cronbach ' s
 

Alpha 系数达

到 0. 705。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参与感、仪式感。 选择它们作为中介变量的原因有二:一是参与感和仪式感作为中

介因素,较广泛运用于信息管理、市场营销、心理学等领域。 比如,参与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增加使

用评价信息的手段,在评价决策中的中介作用[58] ;仪式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处理负面情绪的方式[59] ,
因为当人们需要重新建立控制感时,会更倾向于仪式与期望结果之间的关联。 在营销领域,零售商

通过增加仪式感来提升消费者体验[60] 。 二是根据作为中国传统节日这一情境的考量。 有研究表

明,节日是仪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61] 。 手机使用参与过春节这一具有仪式感的一系列流程,由于自

身的参与,用户从中体验独特的价值,这种体验价值使得该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给受众留下深刻印

象。[62] 通过感受到仪式感,丰富了体验感受,甚至可以通过独特体验,感受富有内涵的文化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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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根据剌激-机体-反应模型( S-O-R) ,人们的内在状态(或机体)受到环境刺激后对其行为反应产

生作用,也就是说,环境刺激会影响人们的内在状态从而激发他们的行为反应。 S-O-R 模型由刺激物

类型、中间变量、反应类型三要素构成。 在本研究中,手机使用所呈现的内容可视为一种环境刺激,
参与感与仪式感是中介变量,而形成的文化观点则是一种反应。

参与感依据 Zaichkowsky 的量表[63] ,主要有 4 个测项:①我会品尝各种春节传统食物(如年糕、饺
子) ;②我会和亲朋好友聊春节趣事;③我会搜索春节的相关信息;④我会向老一辈学习春节传统。
参与感这一变量所有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到 0. 719。 仪式感依据 Neale,Mizerski,Lee 的量

表[64] ,主要有 7 个测项,即:①贴春联或放鞭炮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②买年货或备年夜饭是一件有

仪式感的事;③守岁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④穿喜庆服饰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⑤走亲访友是一件有

仪式感的事;⑥看春晚是一件仪式感的事;⑦收发红包(包括微信红包)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 仪式

感这一变量所有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达到 0. 757。 在没有随机分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线调

查,可能会增加系统个体差异,从而影响结果。 因此,本研究包括一般控制变量,衡量手机使用的特

征,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 此外,智能手机及互联网使用经验也被纳入考虑范围。
因所有的答案都是由相同的受访者从一份调查问卷中收集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可能会影响研

究的有效性。 本研究首先采用哈曼单因子检验,集中探索八个概念性关键变量信息价值、社交价值、
情感价值、仪式感、参与感、文化联结、文化价值识别和传统与习俗保留。 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单一的

因素解释所有方差,其中由一个因素解释的最大方差是 31. 65%,说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显著。
其次,进一步将方法因子纳入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中,并允许所有构念指标与该因子相关联[65] 。 结果

表明:所有实质性因子载荷均较高,且显著(平均 0. 800,最低 0. 705) ;而方法因子载荷均较低,且不

显著(平均 0. 036,最高 0. 268) 。 该指标的实质性因子解释方差的均值为 0. 692,而方法因子的均值

为 0. 006,两者比值约为 115􀏑1。 此外,大多数方法因子载荷都是不显著的,可见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影响甚小。

四、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

本研究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分别采用 SPSS
 

24. 0 和 SmartPLS
 

3. 0(偏最小二乘

法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PLS 是一种基于结构方程的建模方法,与基于协方差的结构方程建模工

具(如 LISREL)相比,PLS 不需要正态分布。 SmartPLS 能够为潜在构念制定形成模型,且模型验证的

要求更少。 因此,本研究采用 PLS 方法,并遵循两个步骤来验证该研究模型: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一)测量模型

首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来评估模型构建的有效性。 本研究使用单项目载荷和平均提

取方差值( AVE)来检验其组合效度。 所有测量子项目都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所有标准载荷值均已超

过 0. 7 这一期望值。
此外,表 2 显示构念的范围内的平均提取方差值( AVEs)介于 0. 525 ~ 0. 796 之间,均超出建议值

0. 5[66] 。 本研究采用组成信度( CR) 和科隆巴赫系数法( Cronbach
 

's
 

Alpha) 用以检测结构可靠性。
组成信度值介于 0. 801 ~ 0. 951 之间,高于 0. 7 的基准值。 Alpha 值介于 0. 716 ~ 0. 936 之间,高于

0. 7 的阈值。 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度模型可信度较高。
此外,研究通过比较 AVE 的平方根与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对区分效度进行了评估。 如表 3 所示,

对角线行中所有构念的平方根大于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 为了进一步验证测量的有效性,本研究构

建了一个多元交叉载荷表。 由表可见,表中每个因子载荷都比其他构念高得多,足以保证组合效度

和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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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构念 项目 科隆巴赫 Alpha 组合效度 平均方差提取值

信息价值 5 0. 820 0. 874 0. 581

社交价值 4 0. 716 0. 801 0. 579

情感价值 4 0. 839 0. 892 0. 673

仪式感 7 0. 846 0. 884 0. 525

参与感 4 0. 824 0. 884 0. 658

文化联结 5 0. 936 0. 951 0. 796

文化价值识别 6 0. 876 0. 912 0. 677

传统与习俗保留 6 0. 883 0. 909 0. 597

　 　

如表 3 所示,两个相关系数值均在 0. 6 以上,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随后,通过分析方差膨

胀因子( VIFs)和公差值来检测多重共线性。 判断多重共线性的存在与否,需要确定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个 VIF 值在 10 以上;②或者公差值低于 0. 1。 分析结果显示,VIF 最高值是 1. 834。 因此,多重

共线性问题在本研究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表 3　 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信息价值 3. 752 1. 497 0. 762

2. 社交价值 4. 700 1. 195 0. 326 0. 761

3. 情感价值 4. 522 1. 216 0. 300 0. 667 0. 820

4. 仪式感 4. 971 1. 060 0. 394 0. 406 0. 394 0. 725

5. 参与感 4. 349 1. 243 0. 441 0. 215 0. 333 0. 578 0. 811

6. 文化联结 4. 887 1. 163 0. 368 0. 288 0. 313 0. 544 0. 564 0. 892

7. 文化价值识别 4. 827 1. 167 0. 375 0. 316 0. 316 0. 590 0. 512 0. 678 0. 823

8. 传统与习俗保留 4. 288 1. 381 0. 374 0. 283 0. 317 0. 541 0. 632 0. 607 0. 650 0. 773

　 　 注:对角线粗体数值为 AVE 的平方根。

(二)结构模型

图 1 呈现了本研究模型的总体解释能力、估计路径系数(所有重要路径都用∗表示)和研究模型

中各路径的相关 t 值。 路径显著性检测通过 Bootstrap 重复抽样的程序执行。
如图 1 所示,外生变量(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社交价值、情感价值)在研究模型中很好地解释了

内生变量的方差(仪式感、参与感、文化联结、文化价值识别、传统与习俗保留) 。 具体来说,综合模型

解释了文化价值识别方差的 70. 6%,同时解释了文化联结方差的 38. 8%及传统与习俗保留方差的

29. 3%。 所有研究假设都得到了显著的支持。
研究结果还表明,所有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 文化联结对文化价值识别有正向影响,其

路径系数为 0. 462 ( H1 得到支持) ;文化价值识别对传统与习俗保留有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

0. 382( H2 得到支持) 。 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社交价值与情感价值到春节仪式感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277,0. 192 和 0. 184( H3a、H3b 和 H3c 得到支持) ;而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社交价值与情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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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春节参与感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 254,0. 195 和 0. 195( H4a、H4b、H4c 得到支持) ;同上,用户的仪

式感与参与感正相关,其路径系数为 0. 486( H3 得到支持) 。 仪式感对文化联结、文化价值识别和传

统与习俗保留有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25,0. 191 和 0. 258( H6a、H6b 和 H6c 得到支持) ;
参与感对文化联结、文化价值识别和传统与习俗保留有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 0. 374,0. 101
和 0. 483( H7a、H7b 和 H7c 得到支持) 。 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控制变量均不显著,如性别( β =

 

0. 04,p
>0. 04) 、教育背景( β =

 

0. 04,p>0. 04) 、职业( β = -0. 02,p>-0. 02) 、收入( β =
 

0. 03,p>0. 03)和计算

机使用经验( β = -0. 05,p>0. 05) 。
作为事后分析( Post-hoc

 

Analysis) ,遵循中介效应分析流程[67] ,本研究采用 Boostrap 检验多个中

介模型,并借此来检验在本研究模型中“仪式感与参与感”的中介作用。 这一程序尤其适用较小样本

量研究。 为了检验多个中介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重复抽取 5000 样本( Model
 

4) ,采用 95%的

置信区间。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首先,通过仪式感、参与感、文化联结和传统与习俗保留,手机使用的信息价

值对文化价值识别的总间接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95% CI:LL = 0. 219
 

UL = 0. 354) ,效应量大小为

0. 286。 具体而言,通过仪式感(95%CI:LL = 0. 028
 

UL = 0. 083) ,手机使用信息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

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053;通过参与感(95%CI:LL = -0. 060
 

UL = 0. 004) ,手机使用信息价值

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0. 025;通过文化联结(95%CI:LL = 0. 112
 

UL = 0. 214) ,
手机使用信息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159;通过传统与习俗保留(95%CI:
LL = 0. 062

 

UL = 0. 157) ,手机使用信息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099。
其次,通过仪式感、参与感、文化联结和传统与习俗保留,手机使用的社交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

的总间接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95%CI:LL = 0. 175
 

UL = 0. 361) ,效应量大小为 0. 266。 具体而言,通
过仪式感(95%CI:LL = 0. 030

 

UL = 0. 099) ,手机使用的社交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
效应量为 0. 060;通过参与感(95%CI:LL = -0. 038

 

UL = 0. 003) ,手机使用的社交价值对文化价值识

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0. 011;通过文化联结(95%CI:LL = 0. 076
 

UL = 0. 205) ,手机使用的社

交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135;通过传统与习俗保留(95%CI:LL = 0. 044
 

UL = 0. 142) ,手机使用的社交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083。
第三,通过仪式感、参与感、文化联结和传统与习俗保留,手机使用的情感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

的总间接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95%CI:LL = 0. 208
 

UL = 0. 374) ,效应量大小为 0. 289。 具体而言,通
过仪式感(95%CI:LL = 0. 033

 

UL = 0. 096) ,手机使用的情感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
效应量为 0. 060;通过参与感(95%CI:LL = -0. 051

 

UL = 0. 006) ,手机使用的情感价值对文化价值识

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0. 020;通过文化联结(95%CI:LL = 0. 094
 

UL = 0. 219) ,手机使用的情

感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154;通过传统与习俗保留(95%CI:LL = 0. 056
 

UL = 0. 155) ,手机使用的情感价值对文化价值识别发挥间接影响,其效应量为 0. 095。 这些结果证

实了仪式感、参与感、文化联结和传统与习俗保留程度在研究模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最后,笔者构建的竞争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检验到底是手机使用促进了文化观念的构建还是

相反,文化观念是否促进了手机使用。 数据显示,春节文化观念对手机使用价值的影响的数据不显

著。 只有“传统与习俗保留”有显著的影响,即它在“仪式感”的中介下会影响手机使用“情感价值” 。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发现及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春节情境研究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检视了春节期间手机使用对春节

的文化联结、传统与习俗保留、文化价值识别等问题。 研究发现,手机使用的信息寻求、社交效能和

·98·晏青　 等: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研究



情感需要对春节文化观念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受到仪式感、参与感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 由此,研
究延伸了移动传播的效果理论,有助于从不同视角理解手机使用在文化观念形成的影响及其复杂的

中介作用机制,为春节文化观念的生产与变化提供媒介维度和心理动因层面的经验性解释。
第一,春节期间的手机使用对用户的春节文化观念产生正向预测作用。 春节期间手机使用对用

户的春节文化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本研究的 PLS 分析结果可知,手机使用可以解释 70. 6%
的春节文化认同。 由数据发现,春节期间的手机使用,会促进文化与自身的联结感,促进保留春节文

化的意愿,并提升对春节文化的认同,可见春节期间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具有正相关。 手机使

用对信息价值、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越高,用户的春节文化观越正向。 笔者发现,虽然技术本身无法

决定社会文化的变化,但它为更多可能性提供了条件。 手机使用中可能实现了马克·波斯特所说的

“创造一个中介或中介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关于春节文化的主观意愿不是固定的,而是会影

响网络,并被网络所影响的。 移动互联网开辟了一块新的公共领域,“能够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互

联网技术” 。 移动网络技术使虚拟的交流得以实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使用互联网的个人置于主

体地位。[68] 本研究发现在影响春节文化观念的媒介机制中,手机使用并不一定导致春节文化认知的

“弱化”或“解构” 。 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手机使用的方式和态度。 手机使用旨在追求信息价值、社
交价值与情感价值,通过这三种价值的手机使用更可能与春节文化观念呈现正相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文化和春节文化同时出现,可能会引起文化混搭而产生“双文化曝光

效应” ( bicultural
 

exposure
 

effect) 。 在这种效应中,用户可能会发现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异,从而触发人

们对春节文化污染的焦虑( contamination
 

anxiety) ,从而引发负面情绪。[69] 亦即,如果过于利用网络技

术或亚文化形式而无法很好融合两种文化,可能会影响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认知。
第二,参与感和仪式感是手机使用作用于春节文化态度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春节期间

参与感和仪式感对用户的春节文化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参与感和仪式感越高,用户对春节文化的关

联度、传统与习俗的保留度和文化价值认同度越高。 因为在春节这种特别的文化氛围中,家庭团聚

的角色扮演、暂时性逃避城市生活的心理归属等会激发主动参与,从而提升对文化价值的认同。 春

节期间参与感和仪式感的获取,有利于获得春节文化带来的安全感、归属感与自尊感。 在用户的春

节文化的影响机制中,手机使用是重要因素,但它是否起作用,关键在于参与感和仪式感。 也就是

说,如果不培育较高的参与感和仪式感,即使用户手机使用程度较高,它也只能是影响春节文化观念

程度的一般变量,而未必会实质上提升用户春节文化观程度。 从这里也可以发现,春节期间的手机

发布内容与传播要注重用户的参与感,加强内容接受的仪式感,方能提升用户与春节文化的联结度、
文化价值识别度及传统与习俗保留程度。

第三,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的显著性高于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 根据本研究的 PLS 分析结果可

知,手机使用的信息价值对仪式感( p = 0. 280)和参与感( p = 0. 380)的影响更为显著,超过社交价值

及情感价值对仪式感( p = 0. 147 和 p = 0. 212)和参与感( p = -0. 09 和 p = 0. 264)的影响。 其中的原

因可能是:一是春节期间人们对社交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诉求,更多通过在现实空间与亲人面对面交

谈、走亲访友的习俗中实现,而通过手机使用获取的感受不是那么强烈。 二是手机依赖造成社交价

值与情感价值的边际递减效应。 有研究揭示,因手机依赖而无法减少或停止使用手机[70] ,出现闲暇

无聊感[71] 。 因手机依赖将手机使用异化为一种“惯性” ,手机使用变成习惯性行为,而非目标性。 因

为媒介消费行为不一定是动机驱动或目标导向的。 Rubin 在分析电视收视动机时证实了习惯性( ha-
bitual)和意向性( intentional)收视共同存在。[72] 而实际上,这种习惯性的使用会造成效果折扣。 信息

搜索被认为是一种高水平的互动形式。[73] 它是一种更主动、意向性的行动,是通过个人与信息环境

或系统的互动来激活的。[74] 利用手机进行信息获取,在基于信息的说服范式中,强有力的、有说服力

的论点通常是高价值相关联的[75] 。 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更有能动性、主动的行为,故而能够更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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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感和仪式感。 所以说,重视春节详细的有价值的信息传播,有利于提升春节文化观念。 加强春节

文化信息的议程设置及其深度、广度,对春节文化观念有正向关系。
(二)贡献、启示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提出了手机使用与春节文化观念的影响机制,即春节期间在参与感和仪式感的中

介效应下,利用手机进行信息获取、社交和情感获取,会增加用户对春节文化关联度、传统与习俗的

保留程度和文化价值认同度。 这为重新审视新兴媒介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新的解

释,同时为节日文化的媒介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媒介情境和文化情境。 在已有研究中,手机使用被

认为会削弱春节文化。 本研究更新了这种认知并发现,在影响春节文化观念的媒介机制中,手机使

用并不一定导致春节文化认知的弱化或解构。
其次,媒介使用对文化态度的形成或变迁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手机媒介在春节期间大量使用,

成为春节期间使用人数庞大的媒介。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考察媒介使用对文化观念的影响,能够

在重要事件中考察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的影响机制。
第三,本研究是第一个关于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影响机制的量化研究,并发现手机使用对春

节文化观念的正向作用。 之前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手使用会弱化春节文化观念。 研究结果为全面

理解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观点。
本研究将为春节文化的良性传播提供借鉴。 当前,传统节日文化如何在大众媒介中进行传播并

融入日常生活,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方面。 然而,目前春节期间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仍然是电

视媒介,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对春节文化传播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春节期间通过手机增强参与

感与仪式感来强化春节文化观念。 实际上实践中笔者也发现一些类似的做法,在春晚期间摇一摇抢

红包活动,将手机和电视整合起来,共同参与春节文化传播。 同时,本研究进一步强调手机使用与春

节文化观念的关系十分重要,但是这种作用机制是在一定情境下发生的。 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

的正向作用是在参与感和仪式感的中介作用下实现的。
虽然本研究结果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拓展了媒介使用与春节文化观念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

足。 一是本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探讨用户手机使用行为,对比春节

期间与日常生活中的手机使用情况。 纵向研究可以为因果关系提供有力的推论,并提高对因果关系

的理解。 后续研究要注重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纵向调研,以更好把握媒介素养、媒介技术变

迁对春节文化观念变迁的影响。 二是本研究是基于自我报告的数据结果。 未来研究可以使用大数

据、后台数据、结构式访谈等数据来补充,以更准确把握用户手机使用对春节文化观念的内在影响

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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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Mobile
 

Phone
 

Use
 

on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Mediating
 

Effect
 

on
 

Sense
 

of
 

Ritual
 

and
 

Participation

Yan
 

Qing( Jinan
 

University)
Fu

 

Senhu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chao

 

Charles
 

Feng( Shenzheng
 

University)

Abstract: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the
 

Spring
 

Festival
 

not
 

only
 

faces
 

the
 

impact
 

of
 

the
 

grand
 

narrative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es
 

and
 

the
 

strong
 

integration
 

of
 

mass
 

culture,
 

but
 

also
 

is
 

challenged
 

by
 

the
 

new
 

media
 

discourse.
 

During
 

the
 

Spring
 

Fes-
tival,

 

mobile
 

media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users
 

to
 

experience
 

the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While
 

provi-
ding

 

convenience,
 

mobile
 

phone
 

media
 

also
 

give
 

rise
 

to
 

a
 

series
 

of
 

disputes
 

such
 

as
 

the
 

phenomenon
 

of
 

·49· 　 2021 年第 1 期



" phubber" ,
 

the
 

New
 

Year
 

flavor
 

diluted
 

by
 

mobile
 

phone
 

online
 

shopping,
 

the
 

etiquette
 

ruined
 

by
 

text
 

mes-
sages

 

or
 

social
 

media
 

New
 

Year
 

greetings,
 

the
 

Spring
 

Festival
 

" kidnapped"
 

by
 

WeChat,
 

sending
 

New
 

Year
's

 

greetings
 

on
 

WeChat
 

Moments,
 

snatching
 

red
 

envelopes
 

and
 

so
 

on,
 

which
 

weak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Existing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these
 

phenomena,
 

but
 

more
 

focus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obile
 

phone
 

use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mo-
bile

 

phones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and
 

its
 

intermediate
 

mechanism.
 

The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us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on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the
 

role
 

of
 

ritu-
al

 

and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during
 

the
 

Spring
 

Fes-
tival,

 

the
 

results
 

show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between
 

the
 

using
 

value
 

of
 

mobile
 

phones
 

( including
 

in-
formation

 

value,
 

social
 

value
 

and
 

emotional
 

value)
 

and
 

user's
 

cultural
 

concept
 

of
 

the
 

Spring
 

Festival
 

( inclu-
ding

 

cultural
 

connection, cultural
 

value
 

recognition
 

and
 

tradition
 

and
 

custom
 

retention)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mong
 

them,
 

the
 

sense
 

of
 

ritual
 

and
 

participa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The
 

value
 

using
 

of
 

mobile
 

phones
 

can
 

affect
 

the
 

user's
 

Spring
 

Festival
 

cultural
 

concept
 

through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ritu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mproving
 

the
 

using
 

value
 

of
 

mobile
 

phone
 

and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ritual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sers'
 

cultural
 

concepts
 

of
 

Chinese
 

New
 

Year.
 

The
 

research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use
 

o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cept
 

and
 

its
 

complex
 

mediating
 

mechanism
 

from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s,
 

and
 

i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change
 

of
 

cultural
 

concep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t
 

the
 

media
 

dimension
 

and
 

psycho-
logical

 

motivation
 

level
 

.
 

It
 

also
 

provides
 

new
 

cases
 

for
 

us
 

to
 

reexamin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merging
 

media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life.
Key

 

words:media
 

use;cultural
 

concept;Spring
 

Festival;sense
 

of
 

ceremony;sense
 

of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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